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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本《柳树芳日记》所见《陆清献公日记》出版过程

———兼与现存出版实物的比较

刘　 　 昊

　 　 内容摘要:古籍刊刻主持者的日记提供了具有详细时间节点的出版

日志文献,这些日志与出版过程中各类刊本实物形成对照,能够从多层次

审视书籍出版史。 苏州博物馆藏《柳树芳日记》稿本 51 册记录了柳树芳

在清代道光年间刊刻《陆清献公日记》的完整流程。 结合柳树芳的记录

与现存刊本实物,可以还原收集与抄写书稿、校对、写样、雕版、印刷、流通

等完整出版过程。 根据柳氏日记,可以进一步判断上海图书馆藏多部刊

本实物的初、后印情况,并由此反思古籍初印与后印、刊刻时间与印刷时

间的关系等相关问题。 柳树芳关于书籍刊刻后赠送、索要等事项的记录,
还揭示了书籍及其出版在文人社会交往中的意义。

关键词:《柳树芳日记》 　 《陆清献公日记》 　 刊本实物　 出版过程

引言

近年来,对大量日记尤其是清人日记的发掘,丰富了我们对古人的书

籍阅读、购买、收藏、流通等的认识①。 不过日记中还有大量珍贵的出版

史料尚未得到充分重视②,尤其是主持刊刻者的日记,展现一部书籍从收

集和抄写书稿、校对,再到与刻字店联络、写样、雕版、印刷、保存版片、赠
书、结算费用的完整出版过程。 而在出版过程中形成的多种留存实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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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研究有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 年。
张剑总结过日记研究的主要领域,其中提到关于日记本身的版本研究(张剑:《中国

近代日记文献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国学学刊》 2018 年第 4 期,第 121—131 页),
尚未及日记对于研究其他书籍出版的作用。



与刊刻底本相关的抄本,主持刊刻者的批校本,参与刊刻者的批校本以及

现存的其他多种刊本,与出版者日记一起构成“出版文献”①。 这些刊本

实物能够与日记中的出版记录形成互动与对照,进一步印证和揭示书籍

出版中的各个重要环节,由此可以深入探索古籍出版史和文化史。
《柳树芳②日记》稿本 51 册现藏于苏州博物馆,其收录的时间范围从

嘉庆二十年至道光三十年(1815—1850),其中有个别年份存在间断。 日

记中记录下道光年间柳树芳与吴江、松江、嘉善、平湖等地学者参与刊刻

《陆清献公日记》(又名《三鱼堂日记》,以下简称“《日记》”)的出版过程。
陆清献公即清初康熙年间的朱子学者陆陇其(1630—1693),平湖人,曾
任嘉定、灵寿知县,其著作由今人整理为《陆陇其全集》③。 陆陇其过世

后,他的《日记》长期以抄本形式流传,现存多种抄本实物。 直到道光年

间,才相继出现两种刊本。 其一,由金山人钱熙祚(1801—1844)主持刊

行的《指海》本《三鱼堂日记》二卷本。 此本非足本,但保留有一些柳树芳

刊本没有的内容。 其二,由柳树芳主持刊行的《陆清献公日记》十卷本,
现存初刊本与补刊本,以及源自柳本系统的重刊本④。 两者有较大不

同⑤。 在两种刊本中,与柳树芳刊本相关的出版实物多有留存,这些实物

反映了出版过程中校勘文本、早期流通等重要环节。 例如浙江大学图书

馆藏柳树芳本人的批校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姚椿( 1777—1853) 批校

本、上海图书馆藏姚椿弟姚楗(1786—1854)的抄本以及其他多种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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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指出,清末多数书局和出版机构多缺乏第一手的创办档案以供研究,可将这

些书局散见于报刊的销售广告与书籍实物及其所附录的广告等共同作为“出版文

献”来使用(邹振环:《清末江南的出版文献与史学传统———以绍兴会文堂书庄和

上海会文学社为中心》,《文献》 2023 年第 6 期,第 204—220 页)。 本文受此启发,
将出版者日记与出版过程中的各类刊本实物一同视为“出版文献”。
柳树芳(1787—1850)是清代学者,字湄生,号古楂,又号胜溪居士,吴江大胜人,是
近代学者柳亚子(1887—1958)的高祖。

 

张天杰主编:《陆陇其全集》,中华书局,2020 年。
重刊本有同治九年(1870)杨昌浚刊本、光绪十六年(1890)许仁杰《陆子全书》本,
皆属柳本系统。 详参杨春俏:《点校说明》,陆陇其撰,杨春俏点校:《三鱼堂日记》,
中华书局,2016 年,第 6—7 页。
两者时间范围不同,《指海》本从康熙丁巳至康熙壬申(1677—1693),柳树芳初刊

本从康熙丙午至康熙壬申(1666—1693),补刊本多顺治十四年(1657)与十五年的

《日记》。



上述版本为揭示《陆清献公日记》 的详细出版过程提供了充分的实物

依据。
通过《柳树芳日记》与上述诸多刊本实物的对照,可以发现书籍的刊

刻过程远比只从刊本实物获得的信息更复杂。 过往的古籍版本学研究大

多聚焦于确定具体的刊刻时间或刊刻源流,忽略了整个动态刊刻过程中

的复杂细节。 近年有关写样本、试印本的研究补充了一些关于出版过程

的细节认识①,但仍然难以审视整个出版过程,因为与写样相关的校正红

印样、修版只是出版的部分环节,无法观照到包括前期收集书稿以及后续

流通在内的全流程。 而出版者日记具有按日记录的性质,不仅反映具体

的刊刻过程和时间,还可以进一步帮助确定初印本与后印本。 此外,柳树

芳还详细记录了赠书、索书的对象及具体场景,由此也能揭示书籍出版和

流通在文人社会交往中的意义。 故本文旨在将《柳树芳日记》中的记录

与《陆清献公日记》的相关版本实物相结合,研究清代书籍的出版过程及

其细节,从而彰显古代书籍出版史和文化史的多元面向。

一、从抄本到刊本:陆陇其日记的刊刻准备过程

陆陇其是首位从祀孔庙的清代学者,其影响在从祀孔庙后与日俱增。
陆氏著作的大规模刊行是其影响扩大的重要推动因素,而其《日记》长期

没有刊本,一直以抄本形式保存和流传。
《日记》存世抄本有七种,内容和结构多有不同,这与陆陇其生前对

《日记》的定位以及身后由亲属、友人参与的文本编订过程有密切关系。
陆陇其生前没有题名为“日记”的著作,只有“随笔”或“随记”②;后来流

传的各种《日记》皆由其身边人编订而成,他们或忠实原稿,或有增删,甚
至还存在着关于《日记》文本编订的分歧。 他们掌握、传播的《日记》内容

不同,是导致多种不同结构《日记》抄本存在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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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陈正宏:《从写样到红印———〈豫恕堂丛书〉中所见的晚清书籍初刻试印程序及相

关史料》,《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 年第 1 期,第 91—98 页。 石祥:《从底本到写样:
由〈畿辅丛书〉所见晚清书籍刻印之实态细节》,《古典文献研究》第二十一辑上卷,
凤凰出版社,2018 年,第 17—36 页。 石祥:《古籍写样本及其鉴定》,《图书馆论坛》
2017 年第 12 期,第 122—129 页。 石祥:《清初书籍刻印的实态细节:清通志堂刻试

印本〈读史方舆纪要〉读后》,《中国典籍与文化》2017 年第 4 期,第 84—91 页。

 

周昕晖:《陆陇其〈三鱼堂日记〉小议》,张剑主编:《多元视角下的日记研究》,凤凰

出版社,2021 年,第 144 页。
 



现存内容最全的抄本是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长泖陆子日记不分卷

　 三鱼堂日记不分卷》(索书号:1048,以下简称“复旦甲本”),该本无编

者信息,只有张燕昌(1738—1814)、管庭芬(1797—1880)的跋,和少量张

廷济(1768—1848)的批校,后经由刘承幹嘉业堂递藏。 该本《日记》始于

顺治十四年(1657),终于康熙三十一年(1693)①。 在《陆清献公日记》补

刊本刊行前,柳树芳并没有看到全本,也没有证据显示他在后续补刊时得

到的较全抄本就是复旦甲本,但他得到的抄本应与复旦甲本有密切的源

流关系。 复旦大学图书馆还有另一抄本(索书号:ra0588,以下简称“复旦

乙本”),其题名与复旦甲本相同,但比复旦甲本多一些编者信息,其中的

《长泖陆子日记》由周梁编次、俞倩抄订,时间范围从顺治十四年至康熙

十四年,以下为《三鱼堂日记》,且未署编者。 从内容看,复旦乙本较复旦

甲本缺失“酉戌公车日记” (1669—1670) 和“壬子准游记” (1672) 以及

《从漕河至北京路程》等行程日记。 该本的抄写者为陆陇其弟子焦袁熹

(1661—1736)的后人焦起渭②,抄写时间约为乾隆年间,所据底本是成于

康熙四十九年的李应机(1650—?)抄本③。
周梁是陆陇其的挚友,他和俞倩还利用《长泖陆子日记》编纂了《长

泖陆子年谱》(以下简称“周本《年谱》”)。 虽然周本《年谱》大量参考《日

记》,但其中有不少内容不见于多数《日记》抄本,而见于台湾傅斯年图书

馆藏《陆清献公日记》稿本(索书号:A
 

982. 87
 

438,以下简称“傅图本”)。
此稿本《日记》仅收康熙二十三年至三十一年的内容,但在正文中有大量

增补文字,或随文增补,或以夹签形式增补,增补内容有不少被周本《年

谱》利用,可见周、俞二人与傅图本的增补者关系密切。
陆陇其另一部年谱的编者也利用了不同版本的《日记》。 该年谱出

自平湖倪淑则家族。 倪淑则的女婿吴光酉在雍正年间编订《陆稼书先生

34

①

②

③

 

其底本原为《陆清献公日记》三册,此本抄录者抄订为八册,过录汪能肃题跋:“《陆
清献公日记》凡三本,第一本自先生廿八岁起,至选得嘉定出京止,在嘉定日不记。
第二、第三则自嘉定罢官起,至先生六十三岁止。 先生卒于是年也。 此本得之嘉善

魏氏,原有朱笔圈点,伏读数过,所领会者,谨以墨笔标出。 道光十三年十月山阴后

学汪能肃记。”(陆陇其:《长泖陆子日记不分卷　 三鱼堂日记不分卷》,陈思和、严
峰主编:《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稿抄珍本》第一辑第 16 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203 页)
复旦乙本第一册叶二、第二册叶一有焦起渭识语。

 

复旦乙本过录了李应机的跋(第一册,叶一)。
 



年谱定本》时曾参考过陆氏的《随记》,他说:“今复得外弟幼徵出所录先

生手笔,《随记》一书,自丙午以至末年。”①吴氏所见《随记》为“手笔”,来
自妻弟幼徵,即倪淑则之子倪喆林,字幼徵,是陆陇其的外孙女婿②。 倪

氏家族与陆陇其的关系密切,陆氏生前长期坐馆于倪家,陆氏后人与倪家

联姻,使得倪氏家族有机会接触到陆氏的手稿本。 吴光酉还特别强调他

拿到的《日记》是“手笔”,时间范围始于康熙五年丙午,终于三十一年壬

申,比复旦所藏两部抄本少顺治十四年和十五年的日记,这正是柳树芳补

刊本所增补的内容。 而吴光酉所言《随记》的时间范围与国家图书馆藏

然黎阁抄本一致③,也与柳树芳初刊本《日记》的时间范围一致。
此外,还有若干残缺的《日记》抄本存世,例如上海图书馆藏姚楗的

四卷抄本(索书号:线普 403407),该本即柳树芳原本拟刊刻的姚椿抄本

的副本。
总体而言,陆陇其《日记》在传抄时形成多个内容不同的抄本,柳树

芳在刊刻该书前收集抄本的过程中,接触过记事范围有所不同的抄本,但
未必都是上述提到的实物。

陆陇其的《日记》长期没有刊行,其原因之一是时人认为这部书是未

完成之作。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平湖人张 从沈云椒处见到陆陇其的

《问学录》,这是一部已刊行的陆陇其著作,后来他又听闻有《问学续录》,
该书则来源于《三鱼堂日记》。 张 说:

若夫《续录》,本《三鱼堂日记》也。 少司马(引者注,沈云椒)以
《日记》乃未成之书,爰为删其琐屑,萃精语数万言,命曰“问学续

录”,而附于前编……东城倪氏,清献尝馆其家,有旧传《日记》抄本。
借归参订,凡逾月而竣。④

沈云椒认为《三鱼堂日记》是未完成之书,所以将《日记》删削成《问学续

录》。 张 又从东城倪氏借得《日记》抄本,以此参订《问学续录》。 张

的这番话透露了陆陇其的后学对陆氏《日记》的定位是一部未完成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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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吴光酉等撰,诸家伟、张文玲点校:《陆陇其年谱》,中华书局,1993 年,第 7 页。
龚肇智:《嘉兴明清望族疏证》中册,方志出版社,2011 年,第 503 页。

 

该本《三鱼堂日记》见于国家图书馆藏题名为《三鱼堂日抄》 (索书号:17600)中的

第二至四册。 这部“《三鱼堂日抄》”由《三鱼堂日抄》 《三鱼堂日记》 《三鱼堂杂纂》
三部分组成,版心题有“然黎阁”字样。
张 :《问学录序》,张天杰主编:《陆陇其全集》第 14 册,第 267—268 页。



其功用是作为编纂陆陇其著作的资料来源或作为参校本,而非能够单独

印行的完整著作。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 日记》 的刊刻没有提上

日程。
直至道光年间,陆氏《日记》才出现正式刊本,流传较广的是柳树芳

刊本。 柳本《陆清献公日记》 十卷现存两种,一为初刊本,二为补刊本。
两种刊本扉页皆依次署“道光辛丑年镌” “陆清献公日记” “胜溪草堂藏

版”,“胜溪草堂”即柳树芳的斋名。 “镌”说明雕版时间在道光二十一年

辛丑(1841),而卷首还有张履作于道光二十二年的《序》,表明该书刊刻

至道光二十二年。 初刊本《日记》的时间范围从康熙五年至康熙三十一

年,补刊本比初刊本多顺治十四年和十五年日记。 此外,补刊本还增补了

道光二十三年姚椿所撰《后序》。 姚序曰:“君(柳树芳)又从友人所借得

全本校刊,改题《陆清献公日记》,凡十卷,寄予楚中,属为序焉。”①在补

刊前,柳树芳将《日记》寄给姚椿索序。 此后,柳氏还撰写了《补刊小引》,
书于道光二十四年立冬日。 可见《陆清献公日记》的刊刻经历了一个较

长的过程,在这些时间节点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下文论述的重点。
柳树芳首次提及欲刊行陆陇其《日记》是在道光十九年一月初三日,

他在该日得到女婿沈志达赠送的《陆稼书先生年谱定本》后提到:“今年

欲刻《清献公日记》,大可借资考证。”②不过他并未提及手上持有的抄本

或稿本情况。 同年三月,他见到平湖画家吴乙山,从吴氏口中听说陆氏

《日记》长期没有印行,因而颇感遗憾。 更重要的是,柳氏通过吴乙山得

知平湖张氏家中有陆氏《日记》,他在日记中说:“(《清献公日记》)藏在

张某家,他日宜往观之。” (三月初六日) 张某家即张 、张金镛(1805—
1860)家族,素来奉行陆陇其的学行,前面曾提到张 从倪家借《日记》抄

本用于参校,同时有可能又誊抄了一个副本。
陆氏《日记》再次出现在《柳树芳日记》,是在道光二十年五月底,此

时校阅《日记》正式提上日程。 五月二十九日,柳树芳在日记中提到他作

书于姚椿,告知自己已经抄好《稼书先生日记》 (即《清献公日记》)。 柳

氏抄写《日记》副本的目的在于刊行,其底本来自姚椿。 但是姚椿当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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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姚椿:《后序》,陆陇其撰,杨春俏点校:《三鱼堂日记》,第 3 页。
《柳树芳日记》,苏州博物馆藏稿本。 本文所见为苏州博物馆网站在线公开的古籍

页面( https: / / www. szmuseum. com / Ancient / BookList / zggj)。 以下随文标注日记日

期,不再单独出注。



有的《日记》是残缺的四卷抄本,姚椿的《樗寮日记》中记载了阅读陆陇其

著作的经历,其中就有《三鱼堂日记》。 从道光元年(1821)夏六月初九日

起,姚椿开始记载:“校《三鱼堂日记》廿页。”①此后两天又分别校了二十

页。 六月十二日,他记载:“校《三鱼堂日记》廿七页毕。”②姚椿总共用四

天时间校完了八十七页《三鱼堂日记》。
 

姚椿手校本今存佚不明,不过上海图书馆今存姚椿之弟姚楗道光十

六年(1836)的抄本(索书号:线普 403407),应即柳树芳所出借之抄本。
姚楗,字建木,又字子枢。 其抄本为四卷,内容涵盖康熙十九年至康熙三

十一年,版心下方题有“通艺阁校录”,通艺阁为姚椿、姚楗兄弟的藏书

楼。 姚椿在道光四年前往河南主持夷山书院后结识了时任河南粮道的黎

学锦(1776—1838)之子黎星甫,黎星甫对《三鱼堂日记》颇感兴趣,所以

姚椿命姚楗将家中的《日记》寄往河南,正如姚楗在跋语中说:“此书无刻

本,借抄于同郡一友人家。 道光辛卯自家中寄到大梁,龙阳黎星甫借抄一

部去。 星甫名丙寿,河南粮道丈学锦子,甚有志趣,将来或望能刊行

也……道光丙申正月廿六姚楗手录,丁酉十月十六日校毕。”③姚楗述说

了抄录此本的缘由,他指出《日记》原本借抄于同郡的友人,道光十一年

辛卯(1831),他曾将该本自家中寄往河南,后由黎星甫借抄一部去,并且

表达了刊行此书的愿望。 此本日记康熙甲子年(1684)八月十四日处有

一条柳树芳所书夹签,内题:“按,吴光酉所辑《年谱》作‘如孔子之待乡愿’,
作‘孟子’误,附校。”由此可证实柳树芳阅读过该抄本。 总之,在这一时期,
姚楗只是有刊行陆氏日记的愿望,而后来真正推动出版的则是柳树芳。

二、不断交替的环节:校勘、写样、送样、印刷

柳树芳是此次出版活动的主持者,但是参与到各个刊刻环节例如校

勘、写样、送样、印刷过程的人员还有二十人左右,这些人的名字在刊本中

被列入《校勘姓氏》。 然而这只是一个名录,从中无法知道他们究竟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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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姚椿:《樗寮日记》,陈思和、严峰主编:《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稿抄珍本》第二辑

第 18 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 年,第 32 页。

 

姚椿:《樗寮日记》,陈思和、严峰主编:《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稿抄珍本》第二辑

第 18 册,第 34 页。

 

姚楗:《三鱼堂日记跋》,陆陇其:《三鱼堂日记》卷首,上海图书馆藏姚楗道光十六

年抄本,叶一。



了哪些环节,而《柳树芳日记》记载了大量与校勘者往来沟通的内容,这
些记录反映出吴江各市镇和附近的市镇网络构成了这一地区文人共同体

的基础,这一地域的血缘、姻缘、学缘存在密切联系,出版活动是他们维系

这一共同体的重要手段。
沈曰富在此次刊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沈曰富 ( 1808—

1858),字南一,吴江人,师从姚椿。 柳树芳过世后,沈曰富为其撰写墓志

铭,提到:“君交曰富先君子在嘉庆中,而余初识君则于君甥殷兆钰家,为
道光六年。 兆钰与其从兄兆镛及余三人者,方共读书……兆镛既仕,君于

余益亲,恒招往。”①这表明沈、柳两家交往密切。 在整个出版过程中,沈
曰富接受柳树芳的邀请,为其校正《日记》。 在校正过程中,沈曰富两次

为柳树芳提供了更全的抄本,即初刊本和补刊本的两种底本。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四日,柳树芳向沈曰富提出帮助校正《陆清献公

日记》的请求。 直到十二月,沈氏才复信说自己校阅的陆陇其《日记》要

来年才能奉还。 然而还未等到沈氏将校阅过的《日记》还给柳树芳,二十

一年二月,沈曰富从其师顾广誉(1799—1866)处得知,平湖还有其他陆

氏《日记》抄本,比目前的四卷本要全。 顾广誉是平湖人,此时正在震泽

坐馆,宗朱子学。 顾广誉早年结识沈曰富之父沈烜,后长期在吴江地区坐

馆,在此又结识了陈希恕(1790—1859,字梦琴)②,即沈曰富岳父,他也是

校勘者之一。 校勘过程中,沈曰富有时居雪巷,并非亲自与柳树芳见面讨

论校勘事宜,所以柳氏经常作札付与陈、沈翁婿二人商议校勘。 随后,柳
树芳得到了来自平湖的这部较全抄本③,出自平湖人卜葆钧④。 于是柳

树芳嘱人抄写,并重新开始校阅。 写样前的主要校阅者是柳树芳本人以

及陈、沈二人。
从首校的整个过程来看,校正始于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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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沈曰富:《清故太学贡生柳君墓志铭》,吴国良编纂:《吴江历史人物碑传集》下册,
苏州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899 页。

 

顾广誉:《陈养吾家传》,吴国良编纂:《吴江历史人物碑传集》下册,第 910 页。
《柳树芳日记》提到:“展阅梦琴、南乙两信,近以《清献公日记》四卷寄还,外有两

册,南乙从平湖故家借来,可补此书之阙。”(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十二日)
这个说法来自顾广誉,他说:“广誉逾冠,尝从先执卜丈心岳游,语及《三鱼遗书》,
丈出旧抄日记相示……广誉见其书未完,复从丈之季葆钧借得曩所读本,白于柳

君,而重录焉。”(顾广誉:《陆清献公日记跋》,陆陇其撰,杨春俏点校:《三鱼堂日

记》,第 4 页)



八月二十五日,柳氏在校毕这一天的日记中说:“重将《清献公日记》后四

卷照原本用朱笔再圈一过,饭后无事,细细校阅,及午而毕。”这是完成了

文稿的初步校阅工作。 柳树芳在自校过程中多次参考吴光酉所编《陆稼

书先生年谱定本》,日记中有记载:“重阅《清献公年谱》,颇有校正《日

记》处。”(道光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这是因为此次校勘《日记》尚无

另外的抄本,《陆稼书先生年谱定本》便成为最可靠的材料之一。 柳氏自

己校完书稿后没有马上写样,要等其他人的校本返还后才能继续进行。
在经过多人校勘后,写样正式开始。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柳

氏“重校《日记》一书,自卷一至卷三已清楚,可写样”。 负责写样和刻字

的是苏州书坊喜墨斋①。 《陆清献公日记》初刊本书末题有“金陵吴楚翘

写,苏州刘建扬刻”,吴、刘二人分工不同,吴负责写,刘负责刻。 十一月

二十七日,柳树芳记载:“晓起写样。 吴楚翘以《日记》第六卷第九页上脱

肩处,补接排下终空一行,必须添出四字方能挖全就商。 予于夹注中‘张

吉字克修,见《三元考》,成化辛丑进士’内添‘明成化十七年辛丑进士’。
‘明’‘十七年’四字原本所无,此段又查过《题名碑录》。”这是柳树芳日

记中为数不多的和吴楚翘的交往记录,刊刻过程中柳氏主要联络的是刘

建扬。
《柳树芳日记》记载了大量柳氏与刘建扬交往的过程,从中可知主持

出版者与刻印者的社会关系与分工。 此次刊刻属于代刻模式,因此署为

柳树芳的“胜溪草堂藏版”,雕版和印刷则由刘建扬的刻字店完成。 刘建

扬在这一带有不少刻书业务,经常往返于吴江和苏州府城。 柳氏还曾亲

自到苏州喜墨斋宴请刘建扬,拜托他完成修补以及后续补刊本的刻印

工作。
柳树芳几乎每天都记录校阅写样本、互校、送样等事宜,揭示了出版

的详细进度。 今存《陆清献公日记》初刊本十卷有四册,第一册为卷一至

三。 根据《柳树芳日记》,他校阅前三卷样本的时间是道光二十一年十月

十八日至十月二十日,仅用时三天:
灯下校阅《清献公日记》第一卷样本,尚多差误、脱落处。 (十月

十八日)
归寓,校阅《日记》第二卷样本,至中饭而毕。 下午,参阅《清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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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喜墨斋位于苏州道前街江苏按察使署西侧,具体情况参见郑幸:《清代刻工与版刻

字体》,中华书局,2022 年,第 60—61 页。



公年谱》,与《日记》相为表里。 (十月十九日)
饭后,校阅《日记》第三卷,至日中而毕。 (十月二十日)

校完第一册三卷的样本后,又过了八天,柳树芳将第一册样本寄回苏州,
日记里写道:“《日记》第一册样本,寄在北舍航船上。” (十月二十八日)
从校对写样开始到送回样本至喜墨斋,约花费十天时间。

与此同时,第二册也进入写样阶段,十月二十五日,柳树芳在日记中

记载:“(第五、六卷) 尽可写样付梓。” 该册的写样及校对过程也有详细

记录:
饭后送刘建扬至北舍港,仍趁航船回苏,《日记》第四卷样本带

去。 (十一月二十一日)
下午校阅《华野郭公年谱》,时《日记》第三册尚未寄来,前六卷

样本已经写毕。 (十一月二十二日)
下午封好《日记》卷五、卷六样本,将寄至吴门喜墨斋中。 (十二

月初二日)
第二册包括卷四至六,校对写样本的时间同样为十多天。

校阅文稿、写样、校样的进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写样前的校勘者

将校本交还给柳树芳的速度,柳树芳只有拿到沈曰富等人的校本后,才能

正式写样。 在此期间,从《柳树芳日记》可以看到柳氏多次写信催缴陆氏

《日记》校本的记录。 例如十一月初七日,柳树芳“饭后写好两札,寄与

陈、沈二君,专为《清献公日记》第三册尚未寄来,故以札催之”。 此时第

一册的写样已经校对完成,第二册正在写样,而第三册的进度还在写样前

的文本互校阶段。
在写样完成后,柳树芳没有马上向出版者递送校对完成的最终版本,

而是再找其他人重校,确保上版前的正确率。 在写样环节,参与校勘的除

了陈、沈二人外,主要还有陈来泰(字讱庵)、沈超然(字笑山)等人,柳树

芳经常提到的是沈笑山校本,如十一月二十八日,柳树芳记载:“第二册

卷五、卷六样本,笑山重校一遍,尚多差讹。”可知在样本写完后,柳树芳

又请沈笑山重校。
写样完成并不意味着该书马上大规模付梓,其中还有一个试印以及

校对试印本的阶段。 这个阶段同样也是分册分阶段进行的,道光二十一

年十一月二十日,柳树芳记载:“《日记》前三卷大约刻至(十二)月初。”
十二月二十四日,前三卷上板雕刻后的试印本完成,柳氏记载:“中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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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以《清献公日记》前三卷送至讱老处,嘱渠校对一过。”这是初刊本《陆

清献公日记》的第一个试印本,试印后仍然需要再校对,直到校勘者皆认

为试印本已经没有什么讹误,才能够正式印行。 讱老即陈来泰,他主要参

与了试印本的校正环节。 第一册即前三卷试印本印好后,柳氏将陆氏

《日记》送至陈来泰处重新校对,两天后,陈来泰亲自拜访柳氏,允诺为其

校阅。 在刻完前两册后,柳树芳和刘建扬约定,刊刻《日记》先告一段落,
接下来先刻《华野郭公年谱》 (柳氏日记中常简称为“《年谱》”),此书的

刊刻几乎与《日记》同时进行。 柳氏在日记中写道:“十二月二十日。 饭

后,刘建扬回去,约《日记》刻完六卷后接手《年谱》。”柳树芳未说明其中

的原因,但可能性最大的因素恐怕是其他人交回校本的进度较慢。
在上述过程中,校勘、写样、校对写样、雕版、试印的程序在同时段共

同进行,而不是先后依次进行的。 而且这些环节往往是按册进行,而不是

全书写样完后再进行校对,这显然是为了加快工作效率。 如此频繁的交

互过程不仅发生在刊刻过程早期,也发生在版片完成乃至印刷完成后的

修版、补版环节,再校勘和修版、补版以及重印也同时进行,因而会产生相

当数量的初印本与后印本。 同一版本不同卷数的雕版存在先后,更遑论

印本还有多次印刷,每一次或一批印刷都产生了不同的印本。 在这个意

义上,所谓的刊刻时间或许不是某个固定的时间,而是动态的过程,从刊

刻完成到印本流通,中间经历了复杂的流程。 版本实物中牌记或序跋的

时间,只能反映刊刻过程中的某个时间节点。 例如柳树芳在写样的这段

时间内,曾经两次求“书版头两页”,即书首扉页的文字,第一次是十月十

二日,柳氏向张李仙索取文字①,此即“道光辛丑年镌” “陆清献公日记”
“胜溪草堂藏版”。 第二次是十二月十二日,他又向邱昼翁求一份同样的

内容。 在道光二十一年底,正式刊刻雕版的程序只是刚刚开始,扉页所载

时间并不是雕版完成的时间。
 

遗憾的是,《柳树芳日记》恰好没有道光二十二年的日记,这个缺失

无疑为进一步研究这一年的刊刻程序和时间节点增加了难度。 但是初刊

本中张履《序》的落款时间为道光二十二年秋八月,那么校样、写样的过

程至少又历经了约半年,直到该年末才有部分初刊本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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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柳树芳记载:“候张李仙、小憨昆季,予求李仙书一版,行中书‘陆清献公日记’ 六

字,右行首书‘道光辛丑年镌’,左行末书‘胜溪草堂藏版’。”
 

(道光二十一年十月

十二日)



三、初印本的流通和重校、补刊、新印等过程

道光二十二年《柳树芳日记》的缺失使得初刊本的最初印行时间不

得而知,但柳树芳在二十三年初送出大量《日记》印本,由此可推知初刊

本的早期印本面世以及随后的流通应当始于二十二年末。 《日记》进入

流通环节后大受欢迎,二十三年一月十四日,有四人希望自行印行《日

记》数部,柳树芳记载了商议此事的过程:
昨南一嘱予作札致刘建扬,时杨芸士、陶锥庵、翁叔扬、王新甫各

欲印行《日记》《年谱》数部,予札云:谈价若干,望与面定,现钱交易,
不必由弟处经手也。

前面曾提到,柳树芳此次刊刻《日记》与喜墨斋的合作属于代刻模式,书
版的所有者仍然为柳树芳,续印和补刊皆需由柳树芳主导完成。 如果有

其他人希望印行《日记》,需要得到柳树芳的许可。 沈曰富来信告知有人

希望印行《日记》数部,并嘱咐柳树芳致信刘建扬,柳树芳作札告知具体

价格需要面谈,并且主张现钱交易。 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日记》印行

后在这一地域的文人群体中颇受欢迎。
柳树芳开始赠送大量《日记》印本也始于道光二十三年一月,其中一

月十一日和十二日分别赠送沈曰富和姚椿十部。 从初印后的赠送顺序来

看,将《日记》赠送给这两位参与刊刻的重要人物应该发生在印刷完毕后

不久。 二月二十五日,柳树芳又送给姚椿十部《日记》,以专舟送往“松江

西门外秀南桥下姚春木家”。 此外,柳树芳还记载了多人向他索取《日

记》的请求,以及他主动赠送该书的记录,从柳树芳处流出的《日记》数量

应在七十部左右。
《日记》的流通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赠送参与校勘的人

士,这种情况的赠书数量往往较大。 例如柳树芳两次赠送姚椿共二十部,
沈曰富、陈克家以及初刊本序作者张履分别得到了十部。 十部可能是约

定俗成的数量,以便他们拿到印本后转赠他人。 二是赠送家人,赠书数量

不算多,例如赠给柳兆元四部。 三是柳树芳主动赠送给参与校勘出版之

外的友人,有亲自递送,也有来访时顺道送。 这些人大多来自吴江及周边

市镇。 柳树芳也利用到府城苏州的机会,向苏州友人赠书。 四是赠送给

主动索要《日记》的人,数量一部或两部,大多通过寄送的方式。
在这些流通出去的早期印本中,目前尚存一部姚椿的批校本,现藏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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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大学图书馆(索书号:0295)①,内有姚椿朱、墨笔批校。 前文提到柳树

芳在道光二十三年一月和二月前后两次共赠送二十部《日记》给姚椿,姚
椿拿到的这些印本属于早期的初印本。 从实物的特征和批校记录来看,
柳树芳后来的校正没有体现在其中。 姚椿的朱笔批校中有不少是校勘记

录,例如他将《日记》 卷一叶五丁未( 1667) 三月十四日的“仓” 字改为

“沧”,后来柳树芳也校出这处讹误。 此外还有《日记》卷一叶十丁未四月

廿二日的“云间顾大申见山有两河书院,至顾见山又改为两河书院”,姚
椿在眉批中说:“顾见山两河书院凡再见,语意不明,此处疑有讹脱。”这

些批校内容主要是姚椿在阅读过程中校正《日记》的一些文本错误,但没

有证据显示这些批校是柳树芳委托姚氏所作,其余批校中还有姚椿的一

些阅读体会。 对姚椿而言,他和姚楗此前所持的抄本是残本,这次刊行才

得以见到更全的版本。
开始赠书并不意味着此书的出版过程到此结束。 赠送初刊本的早期

印本与重校、补版、续印新本等程序随后陆续展开。 借助《柳树芳日记》
和《陆清献公日记》的多种现存刊本实物,可以更深入地揭示其中的过

程。 一般而言,古籍版本学中的初印和后印只是统称,实际上后续每一个

校本形成的印刷就是一个印次,不过也有可能存在同一校正本的数次重

印,虽然这种重印实际发生,但一般仍将这些印本算作同一印次,不管怎

样,后印在现实中多次发生,所以后印本理论上应存在多个层次。 兹以道

光二十三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柳树芳的记录作进一步说明:
饭后封好《日记》三部,《家刻》二本,至巽斋送《日记》四册,张

梦莲、陆实夫各送《日记》《家刻》二种,皆今日之新进也。 (一月十八

日)
饭后重校《清献公日记》一书,将近日赵眉山所校可从可不从之

处一一注明,以待再补。 (一月二十一日)
饭后重校《日记》,别录一部,将带至喜墨斋补好讹刊之处。 (一

月二十二日)
入胥门,至喜墨斋,邀刘建扬茗饮,复将《日记》校本嘱建老补

好。 南采莲巷徐公馆访梦兰,不值。 以《日记》《年谱》两种托其及门

徐生转致。 (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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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经姚椿收藏后,转手至松江藏书家封文权(1868—1943),封氏部分藏书后来经

由王欣夫(1901—1966)入藏复旦大学图书馆。



道光二十三年一月十八日,柳树芳送出《日记》多部。 二十一日和二十二

日,柳氏根据赵眉山的校本重校《日记》,于二十二日别录校本一部,送往

喜墨斋待改刻新印。 二十五日,他亲自到喜墨斋刘建扬处敦促他将《日

记》书版补好,当天又送出《日记》等两种。 可见柳树芳同时在送书和重

校《日记》。
柳氏这一时期的日记还留下了非常具体的校勘细节,这些校勘记录

为判断现存刊本实物的初印与后印情况提供了一定依据。 二月二十三

日,柳树芳在日记中写道:
校正《日记》中讹字,必宜改去。 如卷一七页内,等作寺;卷三十

八页内,府作抚;廿九页内,知仍作和;卷四廿六页,徕作来;卷六四页

内,注作著;卷七二十页内,此二仍作以三。 摘出于此,他日展卷了

然,无须寻觅矣。
在上述校勘记录中,值得注意的是卷三的“知仍作和”和卷七的“此二仍

作以三”,“仍作”表明柳树芳此时已经接收了另外的校本,并且给出自己

的判断。 不过他对这两处持保留意见,不打算修改。 在日记中记录讹字

并不意味着柳树芳会马上提交一本校本给喜墨斋以待修改,他摘出讹字

只是为了留作日后修订时使用,例如前面曾提到柳树芳在一月二十二日

校勘时“别录一部”,因此日记的记录只是校勘过程中的备忘录。
根据上述记录,如果某一印本上的这些讹字未改,那么该印本应是初

刊本的早期初印本。 如果某一刊本的讹字已改,那么该本至少应是重校

过的后印本。 兹举一部实物加以说明:上海图书馆藏柳树芳初刊本《陆

清献公日记》(索书号:647354-57)①。 此本已将柳树芳摘出的讹误悉数

改正,两处不必修改之处也同于日记的记录,所以该本的印次应在复旦大

学图书馆藏姚椿批校本之后,属于校正过的后印本。 根据上述信息,大致

可以推断上图该藏本的印刷时间在道光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以后,不
过也很难确定到底属于哪一次印刷。 三月二十九日,柳氏记载:“适刘建

扬以续印《日记》携来。”但是根据这条日记无法确定这次续印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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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该本有朱、墨批,还有一枚“文化局拨给蒋氏图书”长形蓝文印章以及“蒋抑卮藏”
朱文红印,当属蒋抑卮(1874—1940)藏书。 此外,该本在目录后还附有汪能肃的题

识,与前述复旦大学甲本汪能肃题识基本一致。 该本第四册“贞本”的封面,钤有

“董耀”“枯匏”两枚朱文印,当属嘉兴书家董耀(1800—1883,号枯匏),因此该本很

有可能流传于嘉兴一带的金石家、书家之间。



是校正前还是校正后的版本。 四月十三日,柳树芳仍然在校正《陆清献

公日记》:“校正《日记》一部,皆初印之未曾补好。”八天以后,柳树芳至苏

州取回《日记》的版片。 五月,柳树芳得到了更全的《日记》抄本(详见下

文),比目前的内容多两年,肯定需要再对《日记》进行补刊,但补刊迟至

道光二十四年才进行。 所以只能推断上图这部校正本的印刷时间下限可

能在四月。
 

在初印及校补完成后,柳树芳原以为这部书的刊行可暂告一段落。
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他亲自去苏州喜墨斋取回版片:

午前命人将《日记》《年谱》书版装载舟中。 (四月二十一日)
饭后将《日记》《年谱》书版藏好,各为签出,以便续印。 (四月二

十三日)
接李升卿之弟手书,欲借印《清献公日记》一百五十部,惜此版

已收回矣。 (七月初二日)
　 　 柳树芳将版片带回后提到该书仍会续印。 事实上没过多久,《日记》
又面临重大修补。 沈曰富在五月得到了另一个更全的抄本,比柳树芳的

初刊本多顺治十四年和十五年的日记,因此《日记》必然需要补刊和新

印。 该抄本原本来自迮鹤寿(1773—1836),吴江人。 柳氏在日记中过录

了迮氏之跋,并题有识语。 由识语可知该抄本原计划列入吴江雪巷人沈

懋德(1787—1853)主持编纂的《昭代丛书》,但沈懋德听闻柳氏已有刊本

后,将此书抽出不再刊行。 柳树芳于五月十九日嘱咐李梦仙抄出多出的

两年日记待补刊。 然而直到七月,补刊的印刷还没有进行,版片此时仍然

在柳家,当李升卿之弟来信告诉柳树芳希望借印一百五十部时,柳树芳以

版片不在喜墨斋为由婉拒了他的请求。
自道光二十三年五月后,柳树芳已着手补刊本事宜,但他手上仍有大

量早期印本的存货,一直在赠送这些印本。 在道光二十三年闰七月二十

六日日记中,他记载了“新印《清献公日记》”。 此处的“新印”自然不包

括补刊的内容,应是一种泛指,表明这是新近刊行的书。 在补刊本印刷

前,早期印本仍然在不断流出。
一年之后,道光二十四年(1844) 五月三日,柳树芳在日记中写道:

“饭后收拾前刻诗版及《清献公日记》《郭华野年谱》两书版子,重加刷印,
每种各印百部。”五月十五日,王砚农向柳树芳索要《日记》,柳氏告诉对

方《日记》正在喜墨斋刷印,可亲自去取五部。 但是,这次重印的仍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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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刊本,因为补刊本中的《补刊小引》落款时间为道光二十四年立冬日,
正式补刊要比这次重印晚半年左右。 从柳树芳于道光二十三年五月补录

不到十叶的两年《日记》到正式补刊,时间间隔长达一年半,其中的原因

不得而知。
柳树芳在补刊过程中自用的一部批校本《日记》至今尚存,是他送给

喜墨斋以便校补的样本,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补刊过程中的一些细节。
该批校本现藏浙江大学图书馆(索书号:线 782. 872 / 7474,以下简称为

“浙大本”)。 经核对,批校字迹有两种,其中一种是柳树芳请托别人校正

时,由他人留下的字迹,多见于行间①;另一种多见于眉批,其字迹与《柳

树芳日记》字迹相同,可证实为柳氏亲笔。 书中有两张重要的夹签,其一

位于卷首的扉页,写有“陆清献公日记廿四部”和“陆清献公日记六部”。
该夹签的性质不明,有可能是喜墨斋印刷好后留下的标记,或是柳树芳清

图 1

点藏书时留下,但字迹并非柳树芳的。
其二位于卷一叶十六(见图 1),属于柳

树芳的字迹,他写道:“姚椿《后序》照样

本补刊,又此册中红签标出讹字,望补正

后重印。”这显然是给喜墨斋的提示,其
中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是补刊姚椿的

《后序》,柳树芳在日记中曾记载收到这

篇《后序》 的时间是道光二十三年十二

月二十二日,那么这次重印至少应在此

之后。 二是提到此册有“红签”,但这些

红签已不见于该册。 从内容来看,浙大

本包括了后续补刊的顺治十四年和十五

年日记,以及写于道光二十四年冬天的《补刊小引》,这些增补的内容皆

刻印好附订于初刊本之后。 柳树芳此时并未更改目录以及卷数,因为直

接将增补的内容附于末尾是最便捷的补刊方式,补刊的十叶可以直接与

原有的初刊本一起装订,不需要打乱初刊本的整体结构。 浙大本的补刊

叶的确是后来附订于初刊本之后的②,《补刊小引》位于补刊部分的首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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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陇其:《陆清献公日记》卷七,浙江大学图书馆藏柳树芳批校本,叶二十。
在正式的补刊本中,柳树芳又将这些补刊内容置于卷首,并重刻了目录,形成补刊

本的后印本,详见后文。



此叶中可见两条装订线,从书脊也可见补刊部分的纸张与原本的不一样,
初刊本的纸张颜色较深,补刊本较浅。

但令人疑惑的是,除了增补部分,浙大本的主体部分是初刊本的早期

印本,而非初刊本的校正印本。 柳树芳在道光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日

记中摘出那些讹字的校勘记录竟然也体现在这部批校本上,按理说其中

的讹字都已经在初刊本的校正本中被改掉,这次应该使用初刊本的校正

本继续校勘,为何这部批校本的底本会是初刊本的早期印本呢?

图 2　

比较可能的解释是这部批校本是柳树

芳一直留作自用的批校本,其中的批校形成

于不同时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层累情况,这
也是他标出“红签”的意义所在,旨在防止刘

建扬混淆补正的内容。 该本的批校内容反

映了道光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日记中的

校勘记录,最明确的证据即前面提到的卷三

叶廿九“知仍作和” (见图 2)和卷七叶二十

“此二仍作以三”两处文字,“知”和“此二”
在此批校本中是其他人的字迹,柳树芳用朱

笔将这两处修改抹去,意为不作修改。 另

外,该本也有一些不见于二十三日日记的校

勘记录①。 更重要的是,柳树芳在卷三叶十

一和叶二十九的批校中两次提到复查“沈氏

本”,说明他参考了沈懋德原本打算列入《昭代丛书》中的那部《日记》,这
两处批校的时间至少在道光二十三年五月之后,但此后书版一直在其家

中,没有重印的机会。 直到道光二十四年五月三日,柳树芳收拾书版,打
算重新刷印百部,当天,柳树芳在日记中记录了复查“沈氏本”后的两处

校勘:
下午,检阅《日记》中讹字,卷三十一页第十一字“牧民志告”句,

“志”当作“忠”,二十九页第二行“和颉利”句,“和”当作“知”。
结合浙大本的眉批可知,柳树芳改“牧民志告”句的“志”为“忠”是根据

陈克家的意见和参考“沈氏本”后最终确定的。 正文中的“志”字没有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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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例如卷九叶二第九行第九字,其他批校者将“人”修改为“仁”,柳树芳确认了这一

修改,在眉批中写道“人当作仁”。



笔圈阅痕迹,只有一个墨笔△符号,而其他多数校勘之处皆有柳树芳朱笔

圈阅痕迹,包括坚持不改的“和颉利”,因此可推断此处应有所谓的“红

签”。 当然,由于“和颉利”的“和”在此次又重新校正为“知”,所以此处

也应有“红签”。
上海图书馆亦藏有两部《陆清献公日记》 补刊本的印本(索书号:

013940、000760),柳树芳道光二十四年五月三日日记中提到的两处讹误

都已修改,可见这两部印本是浙大本提交重印后的印本。 这两部印本的

用纸与前面提到的上海图书馆藏 《 陆清献公日记》 初刊本 ( 索书号:
647354)不同:补刊本的用纸相对略薄,初刊本的用纸相对较厚。 而且封

面用纸也不一样,初刊本封面用纸颜色较深,补刊本的则较浅。 另外,这
两部补刊本的补刊部分也附于最后,是补刊本的早期印本。

实际上,真正的补刊印刷至少要等到道光二十四年冬天才完成,因为

补刊本中的《补刊小引》落款时间为“立冬日”。 在道光二十四年的三册

柳氏日记中,有两册题为“甲辰日记”,另一册题为“草稿杂记 　 甲辰冬

起”,柳树芳在其中写有《补刊小引》的草稿,题为《补刊清献公日记跋》。
草稿上有修改痕迹,修改后的文本与后来的刊本文字大致相同。 其实,直
到道光二十七年九月底,《陆清献公日记》的刊刻才算彻底结束。 这一年

九月二十九日,柳树芳仍在校阅《日记补遗》一卷,以顾广誉誊清底本为

依据。 次日,柳氏与吴楚翘结算写样、补刊等事项的字数及费用,不过未

明确记录费用的明细。 这表明在道光二十四年之后,柳树芳校正《陆清

献公日记》的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到二十七年才算全部完成,《日记》的

整个出版过程前后历经八年,流通过程也至少历经了六年。 道光二十八

年(1848)正月的日记中仍可以看到柳树芳送出《日记》的记录,例如他

在正月初五送了一部给西塘人郁钰生。 从现存实物看,最终呈现的补

刊本不再将《补刊小引》 和补刊的两年日记附于书末,而是置于书首。
柳树芳还重新刊刻了目录,补刊的两年日记被列于目录的卷首。 《历代

日记丛钞》所收《陆清献公日记》即此本①。
上述分析的真正意旨在于说明,古籍出版过程中的校正、写样、再

校正、补刊,以及初印和后印的情况比刊本实物呈现出的证据和线索更

为复杂。 从《柳树芳日记》可以获知同一版本(初刊本或补刊本) 存在

多种印次及不同印次的间隔。 这种间隔可以相当紧密,尤其在出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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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第 14—15 册,学苑出版社,2006 年。
 



兴盛且交通发达的江南地区,递送、往返校本不是什么难事,但这个周

期也可能由于多种因素变得很长,例如校对是分册分人多次校对,往往

依赖他人,这个时间节奏对主持刊刻的人来说并不可控。 《柳树芳日

记》还反映了参与校勘和出版者丰富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日常被各种事

务所占据(例如科举、家庭事务等) ,书籍出版活动也只是其中之一。 再

如补刊程序明明可以很快进行,但为何如此之长? 原因在于柳树芳从

道光二十四年后已经着手其他书籍的编纂和刊刻工作,例如《分湖小

识》和他自己的文集。 《陆清献公日记》 的补刊需要推进,但不再具有

优先性。 又如补刊时加上的《序》需要等待序作者寄回,而作者有可能

在外地任官,书信沟通相关事宜和文本寄送的过程会随之延长。 再者,
印刷者是专业的刻字店,他们也有大量的业务需要完成,不可能随时随

地跟进。 总体而言,根据柳氏日记所记录的情况和多种刊本实物的比

对,各种印本的不同之处和大致印刷时间都能得到还原,这是以往古籍

版本研究中并不多见的。

四、余论

柳树芳刊本《陆清献公日记》的版本系统并不复杂,但是《柳树芳日

记》对此书出版过程的详细记载,以及这些记录与现存《陆清献公日记》
实物的对照,揭示了清代书籍出版的多重细节和复杂面向,也有助于我们

拓展和反思一些古籍版本学、出版史研究的相关问题。
首先是版本与印本的关系问题。 现阶段研究中,初印本和后印本逐

渐受到重视,也形成了较为系统地判断初、后印本的方法①。 也有学者提

出并反思了何谓“一个版本”的问题,认为古书刻书的一个版本通常包含

不同的印本,至少有几次印本②,《柳树芳日记》无疑为此提供了详尽且有

益的参考。 《日记》只有一套版片,但存在多次修补和印刷,柳氏详细记

载了这些不同印次的时间,并且记录了其中若干印次对讹字的修改,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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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初、后印本的判断,是古籍版本学研究中的难点。 郭立暄对此有专门的研究,提供

了大量的鉴定方法,同时他也认为“刻本有多种印本,后人通过对存世印本文字的

比较,将其中某种印本称为初印本。 应当承认,这种基于个人闻见而作出的判断一

定是有局限的” (郭立暄:《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中西书局,2015
年,第 67 页)。

 

杨成凯:《古籍版本十讲》,中华书局,2023 年,第 26 页。



帮助我们判断和区分现存刊本的大致印次。 《柳树芳日记》的启发在于,
其实每一批印本都可能构成独立的印次,初刊本有前后印次,补刊本也有

前后不同的印次,区分前后有校正的印本较为容易,但是理论上仍可能存

在一种情况,即相对于前一印次无校正的后印本。 这种印本是否存在或

如何识别,还需要考虑纸张等多种因素,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难题。
其次,古籍出版的刊刻时间固然是古籍版本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

这个“时间”如何定义颇为复杂。 例如“刊刻时间”和“印刷时间”是否需

要区分? 开始刊刻和真正印刷的时间可能间隔很近,也可能相差两三年,
甚至更长。 如果版本与印本需要区分,那么“刊刻时间”和“印刷时间”也

理应区分。 《陆清献公日记》刊本实物上记录的刊刻时间为道光二十一

年,书首《序》的时间为道光二十二年,但是实际的刊刻经历了一个漫长

的过程。 雕版时间不是一个可以具体精确到某年某月某天的静态的固定

时间。 大部分图书馆将初刊本的刊刻年代著录为“道光二十一年”,根据

是扉页;也有图书馆的著录为“道光二十二年”,根据是首篇序文的落款

时间。 至于道光二十四年的补刊本,仍有图书馆将其著录为“道光二十

二年”①,也有图书馆将其著录为“道光二十三年”,这种判断忽视了作于

道光二十四年的《补刊小引》。 可见一个表面上并不复杂且年代相对晚

近的刊本,其刊刻时间到底在哪一年,也不是那么容易判断的。 至于印刷

时间,由于该书存在多次印本,这个时间就更为复杂而难以确定。
再者,《柳树芳日记》的重要价值在于揭示了整个出版过程的时间节

点,以及连接这些时间节点的具体过程。 在出版流程中,收集书稿、抄写、
校正、写样、送样、雕刻、印刷、再校正、赠书(流通)的环节并非依次进行,
而是互有重合和交替,写样与校正、送样同时进行,印刷后的再校正和赠

送初印本也同时进行。 柳树芳本人的批校本也为深入了解出版的程序和

时间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陆清献公日记》的出版过程,提示我们应

注意书籍出版的细节,警惕刊本实物背后出版过程的复杂性,尤其在判断

刊本年代,以及何人何时在何地阅读此书等相关问题时需要多加留心。
此外,《柳树芳日记》中对于校勘活动的记录与《陆清献公日记》中的

《校勘姓氏》可以形成对照,但两者也有较大出入,从中可以思考见于古

籍刊本的《校勘姓氏》的性质。 《柳树芳日记》提到的参与校勘者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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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例如保定图书馆、绍兴图书馆的著录,参见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 http: / /
202. 96. 31. 78 / xlsworkbench / publish。



于《校勘姓氏》中,但也有参与了校勘而没出现在《校勘姓氏》中的人物,
例如柳氏曾将《日记》 寄给“舜湖陆君” 校阅,此人并未出现在《校勘姓

氏》之中;陈克家(字梁叔)也曾给柳树芳提过校正意见,而未见于《校勘

姓氏》。 而部分对出版有重要贡献但未参与校勘的人,也被列入了这个

名单。 例如《校勘姓氏》第一列是姚椿、姚楗兄弟,尽管两人提供的《陆清

献公日记》抄本并未被选用,他们也没参与校勘,但姚氏兄弟年齿稍长,
而且在当时的吴江、松江及邻近地域已经颇具影响力。 柳树芳在同时期

刊刻的《分湖小识》也有《校勘姓氏》,姚氏兄弟同样位居第一列。 《校勘

姓氏》与实际真正参与校勘的人并不一定重合,因为《校勘姓氏》置于刊

本之中,属于公开性质的文本,必然广为流传,其中体现的人员结构须符

合约定俗成的规矩,其中的名字和排列必有讲究。
最后值得思考的是,从流通环节来看《陆清献公日记》出版的目的和

性质。 结合《柳树芳日记》的记载,可知《陆清献公日记》作为赠物的性

质。 对柳氏而言,赠送新印书籍是他在文人圈中保持社交的一种方式。
《日记》成书后的印本流通似乎皆出自柳树芳以及参与刊刻者之手,因此

很难得知《陆清献公日记》是否流入商业图书市场。 不过,从《日记》的出

版和流通过程来看,此次出版并非出于商业目的。 在不少场合,柳树芳赠

送的不仅是《日记》,还包括他主持刊刻的《郭华野年谱》 以及《柳氏家

谱》等书。 从这个意义上看,多数赠送对象可能并不是对陆陇其的《日

记》有独特追求,而是对书籍、文献本身感兴趣,尤其是钟情于与江南一

带文人及其日常生活相关的书籍。 《日记》不是通俗文学、日用文本等日

常畅销读物,它总体上是文人群体热衷的读物,况且陆陇其是清代学者中

从祀孔庙第一人,以醇儒著称,其日记中记载的不仅是其举业、为官的经

历,更是博览书籍、事事反省、留心万物的经世之学。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乐怡、羊凯江老师,浙江

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程惠新老师的热情协助,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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